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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地城市城乡结合区土地利用系统的安全稳定是山地城市健康发展的关键。收集 2004 年、2007 年、

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5 年的各种数据，通过三角模型对重庆市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风险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2004—2015 年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风险等级一直处于不安全等级，但波动小，风险处于稳定状态；非经

济社会风险指数不断降低，从 2004 年的 0.82 降低到 2015 年的 0.74，生态环境风险指数不断增加，从 2004 年的 0

到 2015 年的 0.29，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风险状况未能改善，主要是因为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没有下降。通过分

析研究山地城市城乡结合区土地利用系统存在的问题，提前发现并解决巴南区土地利用系统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同时为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管理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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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土地
[1]
。而土地利用系统是以土地利用为基础，以自然、经济、

社会为支撑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
[2]
。安全合理的土地利用系统是人类社会稳定进步的基础，因此为了完善土地

利用系统结构、了解土地利用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状态，土地利用系统的风险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系统风险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系统的生态风险和健康评价等方面。研究生态风险可将生态

风险的研究拓展到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协调理论相结合来进行研究系统风险分析
[3]
，也可通过研究生态的稳定性、土地利用的合

理性来研究生态风险
[4]
，或针对特殊的生态受体进行风险评价

[5，6]
，或从“压力—状态—响应”的生态风险状态变化角度建立指

标和从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协调度的角度建立评价指标
[7，8]

等。研究生态风险多使用“压力—状态—响应”的模型、RRM 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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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健康风险或从土地利用系统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评价的框架及其指标体系
[9]
；或基于 PSR 模型来评价土地

利用系统健康状态，评价影响健康评价的障碍因子
[10，11]

。较少学者使用三角模型通过结构、功能、效益三个角度来进行评价，

将土地利用系统分成不健康、亚健康、初级健康、中级健康和高级健康来进行评价分析
[12]

。直接关于土地利用系统风险的文研

究较少，本文使用三角模型来进行土地利用系统风险评价，以促进土地利用系统风险研究的完善。

山地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状态，具有地貌复杂、生态环境敏感、城市建设用地紧张、人口高密度集聚、发展相对滞后的

特点
[13]

。城乡结合区则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经济系统，既有城市又有乡村的双重性质，我国城乡结合区普遍存在着用地类型转化

速度快、建设用地比重大、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浪费严重、用地格局混乱等特点，并由此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和社会问

题
[14]
。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要求需要合理的土地利用系统作为支撑

[15]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特大山地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风险

评价，从土地利用系统结构角度构建三角模型来进行土地利用系统的风险评价是具有突破性的，对山地城市城乡结合区土地利

用系统的风险进行分级评价，并以此为山地城市的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土地生态安全预警提供直接的依据
[16]
。

1 研究区概况

巴南区位于渝西南部，106°26′2″—106°59′53″E、29°7′44″—29°45′43″N 之间，是重庆主城区中面积最大的

行政区(图 1)。巴南区东与涪陵、南川接壤，南与綦江相连，西与江津、九龙坡、大渡口毗邻，北与南岸、江北、渝北、长寿交

界，幅员面积 1834.23km2，常住人口 918692 人，辖区 8 个街道、14 个镇。巴南区地处长江南岸，为丘陵地貌，区内地势南高

北低，高程相差较大，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丰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前景使该区成为重庆全力发展强有力的资源储备区。

重庆市是特大的山地城市，巴南区的大区域都是城乡结合区，所以巴南区是典型的山地城市城乡结合区。山地城市城乡结

合区存在的土地问题比一般城乡结合区的土地问题更加复杂，用地矛盾更加突出，土地利用系统也更加容易出现风险隐患。重

庆市是直辖市，巴南区又是重庆主城区之一，特殊的政治经济位置使巴南区在山地城市的城乡结合区中具有特殊的性质。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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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本研究选区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 2005 年、2008 年、2011 年、2015 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和相关年份的重庆市巴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运用 Erdas 9.1 软件对三峡库区 2004 年、2007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五期 Landsat TM 遥感影像进行辐射

校正、几何校正等预处理，得到研究区五期 Laiukat TM 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数据。

2.2 数据预处理

首先由于选取的评价指标不同，在进行评价前必须先将指标标准化，再通过熵权法确定权重。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

标，不同性质的指标数据标准化过程也不一样。

式中，i 为指标数；j为样本数量；Xij为第 i个指标第 j期样本实际数据；Yij为第 i个指标的第 j期样本的归一化后的标准

值，再通过下式计算:

式中，K=ln(n)
-1
，求出每个指标的信息熵；Ei是第 i个指标的信息熵。通过信息熵，计算信息冗余度 di:

通过冗余度得到各指标的权重 Wi:

2.3 建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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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系统是一个以土地利用为基础的自然、生态、社会复合系统
[17]

。其中，生态环境子系统代表土地利用系统的生态

健康程度；自然资源子系统代表土地利用系统的资源状况，包括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子系统代表该

区域人类活动的影响。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土地利用系统。

本文根据重庆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实际情况和地理位置，按土地利用系统的结构提出土地利用系统风险评价指标框架，

以土地利用系统的生态环境子系统、自然资源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为目标层，以及各目标层下的 16 个指标为指标层建立土

地利用系统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图 2)。

本文从社会经济角度选择恩格尔系数、城市化水平、人均 GDP、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农业商品率、人口密度、失业率。恩

格尔系数、人均 GDP 是区县的人均生产总值，用以判断区县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指标之一。城市化水平是以城镇化率的数值为

直接表现，城市化水平也是衡量社会经济文明程度、发达程度的指标；人口密度是衡量该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农业商品

率着重体现了农村农业产品的经济发展状况，农业商品率越高，农业商品的流通率越高，农村农业发展越灵活、越发达、越健

康；失业率是影响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自然资源的角度选择森林覆盖率、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森林覆盖率是潜在的资源；

人均耕地是目前正在投入利用并还可持续多元利用的资源；人均建设面积是已经被破坏潜力，只能作单一用途的资源；人口自

然增长率关系到现在和未来资源的分配问题，考虑到我国的人口国情和巴南区的实际情况，判断为负向指标。

本文从生态环境角度选取农林水支出、房屋竣工面积、路网密度、农药、肥料等指标。农林水支出可代表政府对生态环境

的改善；房屋竣工面积和路网密度表示对环境造成污染和浪费起改善的作用；肥料、农药表示对生态环境起负面作用。

表 1 土地利用系统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权重

恩格尔系数 负向 0.09

城市化水平（％） 正向 0.04

社会 人均 GDP（元） 正向 0.06

经济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正向 0.11

子系统 农业商品率（％） 正向 0.06

人口密度（人/km
2
） 负向 0.07

土地 失业率（％） 负向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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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玄钵
森林覆盖率（％） 正向 0.04

风险
自然

资源
人均耕地面积（m

2
） 正向 0.07

评价 子系统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人/m
2
） 负向 0.04

人口自然增长率（知） 负向 0.04

农林水支出（万元） 正向 0.06

生态 房屋竣工面积（m
2
） 正向 0.07

环境 路网密度（km/km
2
） 正向 0.04

子系统 农药(t/a) 负向 0.06

肥料(t/a) 负向 0.07

2.4 评价方法

三角模型的建立:三角模型是由数学图像正三角形变化而来，将三角形的三边视作 X、Y、Z三个数据轴，利用三种大方向的

指标在三角形中的位置走向进行综合评价。用三角模型进行评价最早的是美国的农业部门，他们通过分析砂—粉砂—粘土的各

自含量来分析确定土壤类型
[18]
。三角模型通过研究三个相互关联的指标并以三者线性的方式通过建立一个三角模型，以一种直

观可视的方式将三者的联系综合表现出来，并能得到一个评价目标的趋势线，对评价目标的过去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并对未来

做出一定的预判。

本文以土地利用系统的社会经济子系统、自然资源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作为评价的三个大方向，即得到风险评价的社

会经济风险指数(Economic Social Risk Index，ESI)、自然资源风险指数(Natural Resources Risk Index，NRI)和生态环境

风险指数(Ecological Environment Risk Index，EEI)。由于 ESI、NRI、EEI 是标准化后数值，所以可比较简单地得到非经济

社会风险指数(Non Economic Social Risk Index，NESI)、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NonNatural Resources Risk Index，NNRI)。

基于三角模型的特点，本文研究选用 NESI、NNRI、EEI 三项风险指数作为三角模型的三个评价坐标。

各项风险评价指标的风险指数为正向值，即经济社会风险指数、自然资源风险指数和生态环境风险指数为正向指标。当风

险值越大，土地利用系统结构越合理，土地利用系统的风险也就越小。同理，非经济社会风险指数和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也是

负向指标。当这两者的风险值越小，对应的经社会风险值和自然资源风险值越大，土地利用系统的风险就越小。ESI 值、NESI

值、NRI 值、NNRI 值、EEI 值的加权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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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j为第 i个指标的第 j期样本的归一化后的标准值；Wi为第 i 个指标由熵权法计算得到的权重。

三角模型的评价方法:由于三角模型的特殊性，在这几种风险之中一般选择非经济社会风险指数(NESI)、非自然资源风险指

数(NNRI)、生态环境风险指数(EEI)三个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三个坐标轴数据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任一种指标的数值较大时，

另外两个指标中必然会有一个指标的数值会比较小。如生态环境风险指数较高时，自然非经济风险指数也会比较高，而非自然

资源风险指数就会比较低。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总是相对的，生态环境的好坏与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的

进步，想要社会经济进步必然要使用一部分自然资源、牺牲一部分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希望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必然是以保存

自然资源、牺牲社会经济进步才能达到。要达到科学合理、健康安全的土地利用系统，必然要达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自然

资源三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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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可见，三角模型评价结果图是一个正三角形，非自然资源风险值(NNRI)位于三角形的上顶点，代表非自然资源风险

指数的数据轴是三角形的右腰线，生态环境风险指(EEI)在三角形的左顶点，代表生态环境风险指数的数据轴是三角形的左腰线，

非经济社会风险值(NESI)在三角形的右顶点，代表非经济社会风险指数的数据轴是三角形的底边。三个坐标轴以逆时针为方向，

将各个坐标轴从 0—1 平均地分为五等份:(0—0.2)非常危险、(0.2—0.4)一般危险、(0.4—0.6)中等、(0.6—0.8)一般安全、

(0.8—1)非常安全。按照三个数据轴的风险状况分区，整个三角模型将分为 A、B、C、D、E 五个区，用五个区表示不同的风险

程度，见表 2。

表 2 三角模型风险评价标准

区域
指标范围 风险状况

风险程度
NESI NNRI EEI NESI NNRI EEI

A 0-0.2 0-0.2 0.8-1.0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非常安全 髙级安全

B 0-0.4 0-0.4 0.6-0.8 一般危险 一般危险 一般安全 中级安全

C 0-0.6 0-0.6 0.4?.6 中等 中等 中等 初级安全

D 0-0.8 0-0.8 0-0.4 一般安全 一般安全 一般危险 低级安全

E 0-1.0 0-1.0 0-0.2 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非常危险 不安全

3 结果与分析

3.1 风险指数动态变化分析

由表 1 通过式(5)—(9)计算得到各年的非社会经济风险指数、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和生态环境风险指数数值，见表 3。2004

—2015 年间巴南区的社会经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变化走向，见图 4。

表 3 风险指数

指标/时间 2004 2007 2010 2012 2014 2015

NESI 0.82 0.74 0.77 0.73 0.75 0.74

NNRI 0.85 0.91 0.89 0.90 0.92 0.86

EEI 0.00 0.04 0.19 0.24 0.2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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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然资源风险在这 11 年间主要是先缓慢上升，再极缓慢下降，然后再上升，最后在 2015 年下降，但主体变化不大。非

自然资源风险从最初 2004 年的 0.85 提升到 2007 年的一个小高峰 0.91，变化率为 6.96%，然后在缓慢下降到 2012 年的 0.98，

再上升到最高点 0.92，最后在 2015 年下降到 0.86，下降变化率达-5.52%，表明巴南区的非自然资源风险 2004—2015 年变化程

度不大，变化率未超过 7%。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农林水资源项目的投入，但随着巴南区常驻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生活对环境的需求

量增加，巴南区的自然资源风险并没有得较大改善，只是较缓慢的上升。

非经济社会风险指数 2004—2015 年为波动变化，但主体呈下降趋势，与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的变化趋势相比正好相反。非

经济社会风险指数从 2004 年开始缓慢下降，到 2007 年下降到 0.74，下降变化率达 10.44%；然后缓慢上升到 2010 年的 0.77，

变化率 3.77%；再下降到近几年的最小值 0.73，变化率 4.23%；再上升到 2014 年的 0.75，最后下降到 2015 年的 0.74。总体来

看，巴南区的非经济社会风险值在下降，表明巴南区的经济社会风险值在上升。巴南区的经济发展在重庆市整体经济飞速发展

的带动下有了较快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与规模在逐步上升。

生态环境风险指数 2004—2015 年基本上都在上升，且上升程度较大。巴南区生态环境风险指数从 2004 年的 0 上升到 2007

年的 0.04，后面几年生态环境风险的上升幅度缓慢增加，2010 年生态环境风险指数上升到 0.19。虽然该区域的生态环境风险指

数变化不大，但实际上变化剧烈程度达到 335.84%；2012 年巴南区生态环境风险值达到 0.24，变化率达到 29.87%，在 NESI、NNRI、

EEI 三项风险指数历年的变化率中仅次于 2007—2010 年的生态环境风险值变化率。2014 年巴南区生态环境风险值未发生变化，

与 2012 年持平，表明在 2012—2014 年巴南区生态环境投入增加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产生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增加成正相关；

2015 年巴南区的生态风险值增加到 0.29，变化率达 21.13%。由此可见，巴南区近年的生态环境风险指数是不断增加的，且增加

的速度快、跨度大。随着巴南区近 11 年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投入增加和民众对保护生态的意识不断增强，巴南区的生态环境

风险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快速提高，巴南区的生态环境在不断改善和提升。

综合巴南区三项数据趋势的走向，其非经济社会风险指数、非自然资源风险在总体下降，而生态环境风险指数在上升。即

巴南区总体的土地利用系统结构逐年趋于合理健康的水平。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风险基数虽然很低，但整体上是朝着好的方

向发展的。

3.2 巴南区土地利用系统风险状态变化分析

通过在 Grapher 中输入巴南区各年份的 NESI、NNRI、EEI 数值，建立巴南区土地利用系统风险三角模型图，见图 5。从图 5

可见，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在三角模型风险等级的划定中，2004—2015 年属于 E区，而在判断风险变化的趋势分析中属于 T5

区，表明 2004—2015 年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处于非常危险的等级。从图 3的三角坐标中可见，虽然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处

于危险状况，但情况在不断好转，2004—2015 年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在不断趋近较合理的状况(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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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4-2015 年巴南区的风险变化

年份

指标范围 风险状况

指标范围

NESI NNRI EEI NESI NNRI EEI

2004 0.82 0.85 0.00 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非常危险 不安全

2007 0.74 0.91 0.04 一般安全 非常安全 非常危险 不安全

2010 0.77 0.89 0.19 一般安全 非常安全 非常危险 不安全

2012 0.73 0.90 0.24 一般安全 非常安全 一般危险 不安全

2014 0.75 0.92 0.24 一般安全 非常安全 一般危险 不安全

2015 0.74 0.86 0.29 一般安全 非常安全 一般危险 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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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重庆市巴南区土地利用系统的风险等级是不安全的但又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①2004 年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

风险程度最高。2004 年，巴南区的非经济社会风险指数为 0.82，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为 0.85，生态环境风险指数为 0。即经济

社会风险指数 0.18、自然资源风险指数 0.15、土地利用系统的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风险都属于最高级。②2007 年重

庆市巴南区土地利用风险的等级未发生变化，但非经济社会风险程度在下降，即巴南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合理性在 2007 年

有所提升。在 2007 年巴南区开始新农村建设，工业生产总产值达 206 亿元，年均增长 20.3%，第三产业与 2002 年相比增加 22

亿元，开始摆脱农业和重污染制约，但效果不明显，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与生态风险变化不大。③2010 年，重庆市巴南区的土

地利用系统仍处于不安全状态，即风险极大。巴南区的非社会经济社会风险指数和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变化不大，而生态环境

风险指数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态环境风险指数从接近零提升到了 0.19，该变化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2010 年，巴南区第

三产业得到了突破，新农村建设进入正轨，城乡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但总体提升不大。④2012 年，巴南区非经济社会风险指数

和生态环境风险指数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缓慢降低，非自然资源风险指数仍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2014 年的各项风险指数变化也

不大，2015 是巴南区风险等级最低的一年。总之，巴南区的土地利用系统风险程度在逐年降低，但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一直处于不安全的风险等级之中。但风险较稳定、波动性低，且在较低的风险波动变化中，不断朝着风险低的方向发展，较小

的经济变动有助于我国经济在安全的情况下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三角模型来评价巴南区土地利用系统风险，通过土地利用系统的非社会经济风险指数(NESI)、非自然资源风险指

数(NNRI)和生态环境风险指数(EEI)并对比了各研究年的变化，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2004—2015 年重庆市巴南区土地利用系统

风险一直处于不安全等级，风险程度较高，风险的波动幅度较小，但风险有平稳下降和逐年改善的趋势。土地利用系统风险稳

定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前提，同时稳定的风险有助于提前预防和解决各种可能由高土地利用系统风险诱发的问题。②重庆市巴南

区的土地利用系统风险状况不能改善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风险指数没有得到提高。巴南区经济社会风险指数和生态环境风险

指数都有明显的上升，经济社会风险指数从 2004 年的 0.18 到 2015 年的 0.26，生态环境风险指数从 2004 年的 0 到 2015 年的

0.29。但巴南区自然资源风险指数变化不大，其中只有森林覆盖率呈上升趋势，人均耕地面积变化不大，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的趋势中变化。③本文虽然以土地利用系统的组成结构为基础来建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但指标体系

不够完善，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够。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对造成风险的具体风险因子和风险驱动机制进行探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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